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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將緣分信念以歸因的概念提出緣信念歸因及分信念歸因思維模式，認為緣信念歸因屬個體對

外在不可預期、無法掌握控制的隨緣態度；分信念歸因始於個體對內在自我本份要求、預先規劃

掌控一切的驅動力，並闡述東方文化特有之緣分信念對工作績效之影響，並以自我效能為調節變

項、幸福感為中介變項，探討華人社會的工作關係會透過緣分信念影響個人行為及表現。研究採

立意取樣以臺灣全職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發出 4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371份，有效回收率達
92.75%。透過驗證性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階層迴歸分析進行檢驗，研究發現：緣信念對工作
績效具正向影響性；自我效能對緣信念與工作績效之正向影響具有負向調節效果；分信念對工作

績效及幸福感具正向影響性；幸福感對工作績效具正向影響性；分信念會透過幸福感部分中介效

果正向影響工作績效。相關研究結論與實務建議於文中一併討論。

關鍵詞： 工作績效、自我效能、幸福感、緣分信念歸因、歸因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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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yuan）又稱為緣分（yuan-fen），是東方特有的思維信念，常用來解釋華人社會的關係
（guan-xi）問題，用來解決人際關係互動困境的一種思考模式（徐欣萍，2012），更是華人社群體
系中，展現對複雜世界有情眾生互動結果獨特的歸因模式（李新民、陳密桃，2006；張思嘉、周玉
慧，2004）。歸因（attribution）即是事件發生後的思想（after thought），亦是個體對於事件發生
後的一種思考信念（Seligman, 1991），而信念（belief）是一種影響自我看待外界事物的影響因子，
特定的情緒可以產生特定的行為傾向（Frijda et al., 1989; Tooby & Cosmides, 1990），因此緣分信念
是華人心理層面特有之對於行為實踐後，結果產出的解釋信念、獨特的歸因模式。在東方文化的主
觀信仰中，緣分本身包含緣與分兩個構面，緣信念較高之個體，在奉天命而制的歸因信念中，採宿
命業報的外控信念，促使個體皆以順天應人的思維態度安適處事，對於職場工作要求保持消極且視
結果為純屬巧合之機運，認為績效的成敗與否歸屬於機緣論定；分信念較高之個體，在天理之節文、
人事之儀則的歸因信念中，採善盡天命的內控信念，促使個體展現應盡之義務的積極態度與遵從應
有的行事道理，面對外界各項挑戰與任務皆會視為自身之本分而克盡職責，認為自身的努力將獲得
相對之績效結果，緣分信念對於個體不論是在待人相處或處事應對的過程中，因著個體思維信念的
不同，造就出不同的事件結果。
個體的人際關係以及與事件發生後的思考信念之歸因，對於工作績效具有影響性，根據資源保

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COR）的觀點，工作情境中擁有較多外在工作資源與內在
個人資源者，如：同事與主管支持、正向思考、樂觀態度者，對工作的投入會傾向使用積極的因應
對策來回應，進而會產生較佳的工作績效與表現（Mauno et al., 2007; Xanthopoulou et al., 2007），
換言之，當個體擁有足夠的資源能運用在面臨到的事件上時，即會產生正向影響性提高事件的成
功，反之當資源不足時，個體面對事件的發生較容易產生負面影響性。華人社會脈絡中，成功的內
涵包含做人成功與做事成功的雙重意涵（李新民、陳密桃，2006），Katz（1964）組織行為理論指
出，個體在組織中展現的工作行為，包含角色內行為（in-role behavior）以及角色外行為（extra-role 
behavior）。角色內行為又稱為任務績效（task performance），係指達成組織所期待之工作角色具
備之行為；角色外行為稱為脈絡績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其指超越組織期待以外之利他美
德奉獻行為展現（李新民，2004）。東方諺語「心想事成」所指的即是此一成功的表徵，亦即西方
所追求的職場成功，既需要事業有成的工作績效（job performance），也需要從心所欲的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再者，根據績效管理、工作分析與工作生活品質的論述觀點，健康又具生產力
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中，成功被視為增加組織效益的工作績效。從華人傳統文化的角度來檢視西方
此種兼顧工作表現與心理健康的職場成功，在看破虛無享受當下不爭分奪利，取天地之美用灑脫自
如的心境，安寧清明之主觀人生態度，表徵的即是做人的成功，是虛靈不昧的心理健康，也是緣信
念歸因的內涵；而身處工作場域內的治事之道，以符合組織制度規範要求的角色內行為，與超越組
織期望的角色外行為，樂在其中圖我自在，盡全力達成自我份內應盡之責任，表徵的即是做事的成
功，是仁心發用的工作表現，正是分信念歸因的內涵。「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更道出了事件的成功，
除了需要個體的盡分外，保有隨緣自在的態度，更能讓事件的結果達到自我的平衡，在緣分信念歸
因的作用下，個體在面臨事件的過程定當盡己力全力以赴，縱然事件最終之結果恐非能盡如人意，
卻也能讓個體因保有正向心理資本的作用而不沉溺於失敗的困境當中。綜上所述，研究透過東方文
化特有的緣分觀點，提出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希冀提供另一種觀點探討其對於個體工作表現
結果與獲致成功與否之影響性。
影響工作績效（job performance）的前因變項（antecedents）為何，長久以來即是組織行為與人

力資源管理實務與研究領域關切的議題（Katz & Kahn, 1978; Mahoney & Deckop, 1986）。以往研究
分別從組織層面與個體行為的觀點，探討影響工作績效的前因變項，例如：組織系統與制度（呂家
美等人，2019）、組織氛圍（Schneider et al., 2013）、領導效能（王翊安等人，2016）、激勵（Gagné 
& Deci, 2014）、幸福感（Bowling et al., 2010）等，闡述影響個體工作績效表現的關鍵面向與因
素。心理學門源自於西方，然而在東方世界經濟漸趨崛起後，以東方文化華人本土社會體系為脈絡
的概念，探究心理資本對工作績效影響之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楊國樞（1997）指出，基於東方文化
的華人心理學所催生的新反思逐漸取代西方心理學，以東方文化為思考脈絡所進行之研究例如：緣
分信念（李新民、陳密桃，2009）、自我效能（黃品全、韓明娟，2014）、幸福感（林惠彥等人，
2012）等，其中緣分信念是華人特有的思維模式。爰此，本研究欲探討心理資本對於個體之工作績
效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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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快樂的人較為樂觀與自信（Myers & Diener, 1995），對工作環境與機會常有較敏銳的感
知能力（Lu, 2005），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可能影響個人的關係適應與心理健康的關係，東方心理學
研究中，華人社會以幸福美滿的心理健康為基礎認為，擁有較良好的人際關係、彈性與人際資源
（Argyle & Lu, 1990），職場上更能表現良好且展現較高工作績效（Cropanzano & Wright, 2001）。
此外，就生活層面之觀點來探討幸福感對於工作績效之影響，幸福感是個體具有能經常性的感受到
幸福的一種素質或傾向，此種素質或傾向能影響到工作面向的態度與行為（Bowling et al., 2010），
黃櫻美與蔡昀庭（2019）研究指出，幸福感是一複雜構念，包括情緒與認知要素，幸福感對於工作
績效之影響，是因為能連帶激發出對工作的評價與信心，進而強化行為的展現與成效。Fredrickson
（2001）提出擴張—積聚理論主張個人的正向情緒不僅能擴展思考的範疇，延伸思維與行動廣度，
更能激發認知動力，研究認為，當個體遭遇外在諸多阻礙與困境時，幸福感的正向調控，能促使個
體依舊正向看待眼前不利於己的現況，適當轉換心境而能持續保有良好動能。是故，研究以幸福感
為變項，探究幸福感在緣分信念歸因與工作績效間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再者 Bandura（1986）自我
效能理論所提，個體的自我效能決定其在情境中的認知與 為動機，自我效能會影響個體與他人間
的知識互動，亦會對個體的行為表現發揮影響效用，自我效能的高低差異會影響個體對績效成功的
期待，進而影響其行為，Powers（1991）從知覺控制理論（perceptual control theory）探討個體的動
機來自於現況與預期結果的比較，現況是自我效能的函數，當個體自我效能愈高時，對現況會產生
過高的預期，例如：預期目標即將達成，而在過度自信的情況之下，可能會較他人投入較少的資源、
努力與注意力（Stone, 1994），因而導致產生較低的工作績效（Vancouver et al., 2002），因此自我
效能對於工作績效同時可能存有正面或負面之影響。
綜上所述，研究認為源於東方文化的思維脈絡，有必要分別針對緣與分的作用，探討其不同之

心理歷程發展，進一步釐清其各別對於個體，在人際關係中及工作表現上，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作
用，此為研究目的之一。本研究亦認為，緣信念歸因之個體，看待大千世界皆採「由命運我」的信念，
較為消極、被動的處事哲理，對事物歸諸於幽冥主宰產生以天命決定一切的心境，縱然不如己意也
會發展出忍耐、寬恕與沒關係這樣就好的態度，對自我恐產生隨遇而安宿命即若是的結果，然而在
自我效能的催化下，個體能藉由自我內在心理的能力肯定與努力不懈，激勵與調整自我接受挑戰，
進而解決眼前所遭遇到的問題進一步提高成效，自我效能是否會產生對個體較為正向的行為表現，
對個體是否會產生鼓舞的激勵作用，亦或過度自信下反而造成負面影響。分信念歸因之個體，看待
大千世界皆採「由我運命」的信念，較為積極、主動的處事態度，對事物歸因於福善綿長產生以己
之力獲致結果的心境，堅持人定勝天，縱然不順遂也會繼續堅持、努力與不放棄的奮鬥，對自我恐
產生內耗與挫敗的反效果，然而在幸福感的作用下，個體能透過自我心理的正向情緒，接納不完美
的圓滿，進而舒緩眼前所遭遇到的困境與壓力，讓自我暫時抽離泥沼之中，促使結果能獲得良好成
效，幸福感是否會對個體能產生更健康的心理影響效果。爰此，以東方文化體系中的緣分做為理論
建構來源，發展出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是一種有效的自我防衛與社會防衛機制，藉由自我效
能與幸福感等心理資本的催化，對於工作績效表現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變化，此為研究目的之
二。

文獻探討

（一）緣分信念歸因

探究以往中國歷史足跡，緣的觀念始於何時、發展自誰已無從詳究，然而從佛教釋義的因緣
果報之說，或許可為緣觀點的主要思想源頭（楊國樞，1982）。在東方文化獨特的心理歷程運作
下，華人社會的生活模式與生命意義之建構，是以情境為中心，根基於關係脈絡的獨特性，對於關
係的詮釋，在東方文化的概念中，融合了自然或命運等複雜因素，因而發展出緣分這東方文化特
有的思維信念，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涵反映出華人社會獨有的歸因取向—緣分信念（yuan-fen 
beliefs）。以往研究顯示，「緣」這個單一概念，在消極與宿命之外存有另一積極與理性的本質，
也就是「分」的概念（王邦雄，1985；張思嘉、周玉慧，2004），李新民與陳密桃（2009）認為，
緣分是一個比較豐富的正面心理素質，進而透過結構方程模型的做法，將本土社會當中常提及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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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的緣區分為「緣」與「分」 個原因關係指標的基本構面，然而對於其個別構面內涵並未做
更深入探討與剖析，僅了解「緣」這構面對於個人工作表現、心理健康與幸福感等指標具有顯著的
正向關係存在，對於「分」這個構面對於工作或個人的影響，未有著更多的著墨與探究。
心理學源自於西方，然而東西方文化差異之不同，造就出東方社會特有的心理內涵，不同族群

的心理特徵與狀態雖有脈絡可循，但卻存有不同發展的方向，如同東方俗語所述「一種米養百樣
人」。心理學家 Rotter（1954, 1966）提出控制觀（locus of control）指出個體在特定情境中若認為
控制是來自於外在因素，且實現期望的可能性不高，稱為「外控信念」（external control belief），
認為結果的控制來源是內在自我，則稱為「內控信念」（internal control belief），此種面對情境事
務的看法，西方社會的判斷多基於二元對立的觀點為主。Heider（1958）提出的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個體的行為與外在事件結果的關係，Heider的理論著重於行為發生後的
解釋，將個體行為後的歸因方式區分為「外在情境」（situational）用於解釋他人行為的表現，與「內
在特質」（dispositional）用於解釋個體自我的行為，兩者之間彼此互斥、獨立，不會同時並存，此
種歸因理論的二分法的概念，一直以來是西方社會很重要的線性思考模式，也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
人際互動關係，東方文化儘管會受到西方文化之影響，華人社會仍然強調人際關係的連結性與社會
關係的重要性（楊國樞，2004）。同樣在東方華人社會中，也存有相似的二元分類習慣，然而東西
方不同的文化差異，華人思考多基於整體性的觀點，同時更會強調事物的兩面性與調和性，認為事
情的界定並非僅能用單一面向或結果就因此而認定，改採取較為圓融的概念來思考事件的因果，因
而造就出東方文化特有的「緣」。緣之所以對於東方社會如此重要，是因為傳統的華人社會是一個
集體主義的社會，諸多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問題，很多時候並不是可以由自己決定的，因此受限
於如此的情境下，若能將緣視為是一種關係狀態的歸因思維，自我較不會對造成影響自我的他人產
生歸咎、怪罪或責罰的心態與想法。
傳統華人社會思維中，緣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整體性文化概念，以往研究的脈絡，藉由楊

國樞（1982）的佛教作業（karma）世俗化觀點，或李沛良（1995）的宿命能動觀（fatalistic 
voluntarism），都將緣分簡化成為緣的單一整體性概念。緣分的意涵有先前決定和外界控制的意思，
亦即將緣分視為是一種前定的或命定的關係，對個體有著特別的特質，既接受宿命的觀念，又強調
個人積極進取，在華人社會中，兩者交織再一起，構成了一種有協調性的人生觀態度，此種心態，
既有消極的一面，也存有積極的一面，在華人心中和諧共處而非矛盾對立，為一整體性的心理資本。
換言之，緣或緣分雖然可以拆開解釋，然而在華人行事作為的心理運作下，並不會獨立運作，而是
透過交互作用來產生效果，當個體在遭受人生困境或難題時，內心層面會透過緣分的概念進行歸因，
若是提取緣的概念，進而產生認命的心理轉機，自我解釋並忍耐與寬恕而接受現況；倘若提取分的
概念，則可能產生知命的心理轉機，自我省思並誘發感恩與努力而接受現況。由此而知，緣分是一
整體性的概念，作用在華人社會的思維中，不論是人係關係的應對或工作績效的展現，當個體緣的
機制先運行，在思考並接受事件因果所造成的可能後，很可能會產生認命的態度，接受其為命定的
緣歸因；也可能在分的機制先運行下，先思考自我是否已有努力盡責，而後產生知命的態度，接受
其為前定的分歸因。
東西方文化交織轉化的文化變異與生活脈絡中，過去許多學者對於華人社會特有的歸因取向—

緣分信念進行研究（王邦雄，1985；李新民、陳密桃，2006；張思嘉、周玉慧，2004）。徐欣萍（2012）
將緣分信念區別成「緣」與「分」兩個相互構面，「緣信念」有宿命與外控歸因（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因子，個體對於生活中的偶然際遇、人際關係與觀點看法等，皆當成是無奈的事前命定、
命中註定純屬巧合的機運，產生以天命決定的心理防衛作用（王邦雄，1985；張思嘉、周玉慧，
2004），型塑成東方社會特有的「緣信念歸因」，衍生出認命順應的運作機制，藉由忍耐或寬恕的
態度與作為，達到心理自我調適效果；「分信念」有能動與內控歸因（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
因子，個體對於自我與周遭環境的關係，都當成己身之責且操之在己，相信能依照自我行為表現而
實現期望，秉持人定勝天或盡心盡力的思維，型塑成東方社會特有的「分信念歸因」，產生出知命
認分的運作機制，因而有努力或感恩的態度與作為（徐欣萍，2012）。緣分信念個別的深層結構會
再發生交互運作，個體在看待世間萬物紛紛擾擾的關係時，或多或少皆會歸因於緣分信念而選擇合
於自我的處事方式，華人在面對現代生活問題時，相信自我主觀意念與能力付出可以改變個人際遇，
說明緣分信念歸因對華人社會的真實互動、因應作為與心理適應影響深遠。爰此，本研究將「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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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歸因」定義為：個體對外在不可預期、無法掌握控制的未知，造就其對事物結果體現出歸咎他人、
與我何干的處事態度；「分信念歸因」定義為：個體對內在自我本份要求、預先規劃掌控一切的驅
動力，認為自我對於事情之成敗責無旁貸。

（二）工作績效

工作績效是一種職場領域的行為現象，此一行為的觀察重點在於行為的屬性，非只限於行為
的結果，行為屬性包含在組織正式要求下，展現有益於組織技術核心（technical core）的角色內
表現，以及自主提升工作準備度，自願運用私人資源促進組織發展，進而協助其他同事的角色
外表現（Campbell, 1990; Lee et al., 1999）。凡事以績效導向為主的企業 域，工作績效是指效率
（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與效力（efficacy）等績效層面的整體評估，亦是組織成員為了
達成組織設定之工作目標所投入的程度（李新民，2004；Campbell, 1990）。
影響工作績效的因素包含工作環境以及個人因素（李新民，2004；Van Dyne et al., 1994）。工

作環境因素包含：組織氛圍、激勵、領導效能等，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指出，
組織競爭下的人際網絡會自行發展出一套「相對比較架構」，當個體察覺所處的組織環境呈現獎懲
不公、分配不均或賞罰不明等現象時，個體會減縮工作績效表現。個人因素包含：幸福感、自我效能、
工作滿足等，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指出，個體與組織間存有一種心理契約關係，
當個體所獲得的實質與精神報酬符合原有期待時，投入工作績效的意圖與動力將增強，反之，個體
將減少工作績效付出，避免投資於組織的個人成本毫無所獲，Eisenberger等人（2001）研究認為，
員工透過組織支持的互惠過程增強了對組織的情感承諾與績效表現。

（三）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個體對於自我完成某特定事件的能力評價，即個體對於自我行為
能獲致成功的信念，源自 Bandura（1997）根據心理學的行為認知所發展出，以自我調適（self-
regulation）為核心的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Bandura（1986）社會認知理論指出
要預測個體的行為，需同時考量個人（person）、環境（environment）與行為（behavior）等三角
（triadic）要素，在互惠（reciprocal）的關係下，三者間的交互作用關係，包含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tion）與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兩個概念。當個體面對事件必須採取因應行動時，
先會衡量自我應付此事件的能力，進而判斷此項因應行為是否能獲得良好結果，才會有適當的行為
表現，前者預期作用稱為「效能預期」，反映出對於個人能力的信念，後者為「結果預期」，反映
出對環境的信念。Kirsch（1982）延伸 Bandura（1977）所提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之觀點，解釋了自
我效能與行為間的關係：個體就自我能力與事件困難度進行衡量，若預期可以成功且克服困難，透
過對事件情境的了解評估成功的可能性，即會增強自我對行為成功的預期效果，進而表現出該行為，
Riggs等人（1994）研究更指出，自我效能越高者擁有更多外部的選擇，若組織承諾無法給予個體
滿意的認知，個體將尋求外部發展。
自我效能亦是一種心理資本，當個體擁有較多自我效能的資源時，較不會對其所遭遇到的負向

事件產生過多負面的情緒（Tierney & Farmer, 2002）。理論指出關於個人層級對於工作績效層面的
影響，Bandura（1997）指出，當個體自我效能提高時，想要投入任務的資源，例如：時間、努力
就會增加，而此資源的增加進而能提高績效產出。Phillips與 Gully（1997）同樣發現自我效能越高
者，日常行動將越積極，較願意用心付出，努力思考應對策略解決所遭遇的困難；自我效能較低者，
行動中因自信心不夠，付出的行動意願也將會降低，較不願去嘗試挑戰困難與付出努力來採取對應
策略。

（四）幸福感

幸福感最早由學者 Andrews與Withey（1976）所提出，包含正向情緒高、負面情緒低、生活滿
意度高等三個層面，來自於生活中較多正向情緒及較少負面情緒的總和，是個體的主觀經驗表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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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的喜歡程度（Veenhoven, 1994）。心理幸福感又被稱為心理健康（李虹、林崇德，2003），
Keyes與Lopez（2002）以及 Snyder與Lopez（2007）將心理健康視為是一上位的概念，主觀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都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之間存在相當高的相關性（Lu, 1995），因
此，幸福感可以是一種狀態，當個體有足夠能力能應付或解決生活中的困境肯定自己的能力，相信
自己對事物有所貢獻，即是一種幸福（Lykken & Tellegen, 1996）。陸洛（1998）提出幸福感是建構
在生活滿意、正向與負向情感上，兼具認知與情緒對幸福感造成的影響，是一種整體無法分割的概
念，當個體對事件主觀心裡的感受不同時將會影響幸福感。幸福並非瞬間發生，幸福的感受也因人
而異，以往眾多幸福感的理論中，需求滿足理論（satisfaction of needs theory）是非常重要的觀點，
強調個體的幸福感主要來自於個體需求的滿足，需求滿足時個體才會感到幸福，若需求長期無法滿
足則會導致不幸福感。Omodei與Wearing（1990）提出，當遠大的目標與強烈的需求達到滿足時，
幸福感將湧上心頭；Sheldon與 Kasser（2001）也認為，幸福感源自於因目標達成而滿足需求時，
這種需求滿足經驗是提升幸福感的主要動力。

Keyes等人（2002）將幸福感區分為：個體對情感及生活品質的整體評價，此為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以及個體在面臨生活挑戰下所發展出來追求有意義生活及自我實
現的潛能，此為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華人的心理健康觀點不同於西方心
理學的線性邏輯思考，郭士賢與張思嘉（2004）提出圓周式思考指出，心理健康的真諦是人生幸
福，包含思想、感情及態度等多面性周全圓滿，將此概念與正向心理學融合，則心理健康又稱為心
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當個體面對紛亂的真實社會，能夠安然自若的建設性心靈適能
（Diener & Seligman, 2002; Turner, 2004），此種安寧清明的心靈，包含個體對過往生活經驗正向解
讀的「幸福記憶」（well-being memory），以及對當下心靈感受積極處置的「快樂情緒」（happy 
emotion），與對未來生活滿懷希望與正面期許的「圓通自如」（compatibility）。

（五）緣信念、自我效能與工作績效的關係

1. 緣信念與工作績效

緣信念不僅是個人因素更可能受到工作環境中，共同的文化因素而影響工作績效，緣信念與
工作績效的潛在關聯性，因緣隨運的外在歸因，讓個體將工作場域裡各種得失投以自我跛足策略
（self-handicapping strategy）的合理化解釋（張思嘉、周玉慧，2004）。當工作場域的關係是痛苦
而失敗時，便將失敗源歸因於「惡緣」，而不歸因於自我不好的性格或行為，既不過分責怪自我保
護尊嚴，也不責怪他人影響人際關係，使個體能繼續接受、容忍安於現況，不輕易脫離既有的人際
網絡，對角色關係與社會結構的穩定有極大助益。李新民與陳密桃（2006）發現，緣分信念與心理
健康（路徑係數直接影響效果值為 .39*）和工作表現（路徑係數直接影響效果值為 .21*）都有顯著
的潛在關聯性，組織期許的角色內行為，表現在宿命果報的緣信念上，而利他美德良心反應的角色
外行為，也表現在強調人生機運的緣信念裡。依循緣信念的思考脈絡，個體的行動不採取絕斷性作
法，而是轉換成相互包容，在行為反應上運用事物兩面性的灰色地帶來調適自我與處理問題，因此
工作績效得以在平常心態與堅韌意志交織下持續展現進步，提出假設 1（H1）：緣信念歸因對工作
績效有正向影響。

2. 自我效能對緣信念與工作績效關係的調節效果

自我效能如同個體的內部評估機制，直接或間接地透過對個體目標的設定（Lin & Chen, 
2013）、成果的期望與積極前進或消極退卻心態的影響調節個體行為的展現，自我效能的高低差
異會影響個體對成功的期待進而影響行為。自我效能對績效會產生直接的影響（Wood & Bandura, 
1989），亦可能透過中介變項例如：目標認同程度、自我設定目標程度、堅持等變項進而影響績效
（Locke et al., 1984; Strecher et al., 1995）。

Luthans等人（2007）發現，心理資本包含樂觀、希望、自我效能和韌性，能有效預測員工的
工作績效及工作滿足感，心理資本與工作績效間有潛在影響，自我效能在工作場域中多扮演正面
的效果，更是行為改變的媒介，會直接影響員工的工作績效（劉佩雲，2000），自我效能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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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員工在行為選擇上的差 ，高自我效能的員工在面 困難和阻礙時，會勇於面對並克服問題。
Bandura（1991）、Gist與Mitchell（1992）研究指出，自我效能會透過認知的自我調節歷程影響行
為表現，決定其因應行為及努力付出程度，高度自我效能的個體，會努力投入執行工作任務以追求
成功，Gardner與 Pierce（1998）研究發現，專業人員的自我效能與工作績效有顯著相關，綜觀國內
外研究分析，自我效能是影響工作績效的關鍵因素。
過往研究顯示自我效能亦可能帶來負面之影響，Powers（1991）從知覺控制理論（perceptual 

control theory）角度探討個體的動機來自於現況與預期結果的比較，現況是自我效能的函數，當個
體自我效能愈高時，對現況會產生過高的預期，例如：預期目標即將達成。然而當個體在過度自信
的情況之下，可能會較他人投入較少的資源、努力與注意力（Stone, 1994），導致產生較低的工作
績效（Vancouver et al., 2002），因此，自我效能對工作績效同時可能存有正面或負面之影響。Gist
與Mitchell（1992）發現個體會產生特定績效的原因，包括對自我及環境的績效管理，過去研究曾
探討自我效能在個人創新表現的調節效果（Tierney & Farmer, 2002）。Judge與 Bono（2001）後設
分析研究指出，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的內控者，較能接受預期表現標準與實際表現間的不一致，願
意付出更多努力以追求預設工作績效目標，此一概念與緣信念傾向高的外控者相反，個體在華人文
化薰陶下，緣信念與自我效能將呈現負向關係；亦即，緣信念高的個體會有較低的自我效能，相信
「順應自然」屬於外控的緣信念，與「相信自己」的內控自我效能概念正好相反，因此，緣信念正
向影響工作績效時，會受到自我效能的負向調節作用影響，據此提出假設 2（H2）：自我效能對緣
信念歸因與工作績效之正向影響具有負向調節效果；低自我效能者，緣信念歸因對工作績效的正向
影響大於高自我效能者。

（六）分信念、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關係

1. 分信念與工作績效

分信念是人生中的社會資源，操之在己的歸因，具有自驗預言的作用，讓個體對工作場域的各
種努力，預先進行建設性的目標導向思考（Judge & Bono, 2001）。李新民與陳密桃（2006）所進行
之實用智能、緣分信念與心理健康、工作績效的研究結果，彰顯出內控的分信念對於工作績效的提
升作用，分信念與角色內行為（r = .33, p < .01）及角色外行為（r = .30, p < .01）有顯著相關性，藉
由正向積極的角度來看待分信念，發揮分信念的進取色彩，實行正向心理學所強調的樂觀歸因風格
（optimistic attributional style）。根據西方線性思考邏輯，積極的內控歸因相似於分信念，意味著高
度自我肯定與理性，對訊息的解讀運用皆較為正向，因而比消極的外控歸因更有助於心理健康和工
作績效的表現（Ajzen, 1991; Deci & Ryan, 1985），研究提出假設 3（H3）：分信念歸因對工作績效
有正向影響。

2. 分信念與幸福感

分信念來自儒家「凡事盡己」與「倫理義務」的哲學人生觀，在此「知命」思維影響下，分信
念具有「能動」與「內控」成分，把一切偶然遭遇及與他人的關係、生活中諸多對自我與周圍世界
的看法等，均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徐欣萍，2012）。分信念涵蓋相信德行周全源自功業無缺，行
諸善事必得福緣善慶的造業功德觀（create karma），相信宅心良善自有貴人相助，積極行善足以化
緣個人無盡人脈的廣結善緣觀（affinity）（王邦雄，1985），透過此內控歸因建立類似心理防衛機
制的保護措施，幫助個體追求成功。分信念取向高的個體，在關係中會抱持努力或感恩的態度及作
為，產生人定勝天、主掌一切與盡心盡力的思維，在工作場域中，惜緣的態度會積極發展出努力的
行為，相信機緣是靠自我創造才能有機會與人結緣。Myers與 Diener（1995）指出，生活際遇如：
工作事務及日常生活發生的事件也會影響幸福感，陸洛（1998）建構華人幸福感的九項來源，包含
人際關係的和諧、對生活的樂天知命等面向，換言之，幸福感是生活中人們共同建構出來的觀念、
價值、態度與行為模式（Kitayama & Markus, 2000）。陸洛（2003）提出幸福感會受到文化傳統的
形塑與引導，是個體依自身的幸福觀，在人生追求幸福的進程中，對自我目前存有狀態的整體感
受，即對幸福程度的感受是一般人較容易有意識地察覺的心理狀態（Lu, 2008），李新民與陳密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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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提出，緣信念與分信念所聚合的緣分信念與心理幸福感具顯著正向關聯，有別於西方人對
幸福感的概念，華人所追求的幸福有部分是尋求內在的平靜與安適的幸福感，透過這樣的心理調適
效果，提出假設 4（H4）：分信念歸因對幸福感有正向影響。

3. 幸福感與工作績效

Warr（1987）針對員工的職場心理健康研究，視工作幸福感為工作滿足、工作緊張及工作沮喪
低的狀態，對工作的投入亦被視為是一種幸福（Peterson et al., 2005），Bowling等人（2010）回顧
幸福感與工作滿足之整合性研究發現，幸福感能預測工作滿足。從正向心理學角度，成功本身是種
積極友善關懷（positive regard）的真誠快感與快樂心流，真誠快感展現在工作績效，快樂心流呈現
在心理健康（常雅珍，2005；Diener & Seligman, 2002）。正向情緒有助於個體解讀外部環境，個體
會採更積極的因應策略來回應外部需求，且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正向情緒有助於累積個人資源，
因而產生正向的後果，呼應了擴張—積聚理論（Fredrickson, 2001）的主張。在組織工作場域的情境
中，工作者對幸福的感受具有跨界（crossover）的效果，幸福的員工會正面解讀工作要求並將其視
為挑戰，採取問題導向的因應策略，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同步 積更多個人資源，創造高績效的工
作結果，應證 Cropanzano與Wright（2001）和 Diener（2008）的研究，幸福感不只是高績效可能
產生的結果，同時也是高績效的前因，林惠彥等人（2012）研究顯示，幸福快樂的員工更能產生出
良好的工作績效（r = .29, p < .001），據此提出假設 5（H5）：幸福感對工作績效有正向影響。

4. 幸福感對分信念與工作績效關係的中介效果

依據幸福感之目的理論（telic theory），目標達成是個體產生幸福感的重要來源（Klug & Maier, 
2015; Weinstein & Stone, 2018），人格特質與幸福感有關（Diener et al., 2002），美國哈佛大學成年
發展研究團隊（the 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一項歷經 80年的研究報告指出，幸福之
關鍵就在於關係，與他人互動密切之個體，不僅會覺得比較幸福，也能夠活得更長久（Waldinger, 
2015），與他人維繫良好的關係品質，正是個體感受到幸福的重要來源（Hu et al., 2017; Verduyn et 
al., 2017）。Lyubomirsky等人（2005）統合分析結果發現，快樂的個體擁有良好的社交關係、正向
的自我知覺、身體健康、受人歡迎與工作表現較佳等，亦即幸福感能為個體在生活面與工作面上產
生正向結果。
華人社會的庶民文化脈絡中，做人與做事雙雙成功即是俗語「心想事成」的表徵，在取得「事

業有成」的工作績效（job performance）外，也獲得「從心所欲」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從
華人傳統文化角度檢視這種兼顧工作績效與心理健康的職場成功理念，正是儒家思想指涉「內聖外
王」之蘊義。「內聖」直指心理健康（李新民、陳密桃，2006）；「外王」由成己而成物的本體
與現象，正是工作績效（陳密桃、李新民，2007）。換言之，心理健康這種主觀體驗的心理幸福
（exper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表徵出一種「做人」的成功，而工作績效這種職場領域的處
事之道，表徵的正是一種「做事」的成功。就個體在互相依存的人際網絡關係中，恪盡職守地達成
自己的角色義務、維護人際和諧、幫助身處的團體（如家庭）茁壯發展才是至尊至善的價值（Lu, 
2008）。
再者，分信念對工作績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緣分信念透過心理健康、工作績效的假設模式獲

得成立（李新民、陳密桃，2006；影響效果值為 .15*）；緣分信念會直接影響心理健康、工作績效，
亦可透過心理健康間接影響工作績效（陳密桃、李新民，2007；影響效果值為 .245*）。根據工作
分析、績效管理、工作生活品質的論述觀點，健康又具生產力的人力資源管理中，成功被視為增長
組織效益的工作績效，影響成功因素的探討，著重於有利組織效益提升的人員心理素質層面（Cascio, 
1998）。本研究認為，華人文化下具有「分信念」之個體，能在人際關係中找到自己的幸福感，並
朝向「好的工作績效」而全力以赴。根據上述推論，本研究認為分信念可能透過幸福感的中介過程
影響工作績效，據此提出假設 6（H6）：分信念歸因會透過幸福感的中介對工作績效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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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旨在探討緣分信念、幸福感及自我效能對工作績效之關聯性，依據文獻探討結論，緣信念
與工作績效之關係會受到自我效能的調節效果，幸福感會中介影響分信念與工作績效間的關係，研
究架構如圖 1所示。以臺灣全職工作者為樣本，採立意取樣透過人際網絡施行問卷調查，為力求樣
本異質性，儘量選取不同行業、不同工作年資、不同年齡等受訪者，首先透過研究者周遭之同事進
行第一次問卷調查，再透過此一族群對外進行第二次之問卷發放，透過逐一向外拓展並收斂問卷。
研究發放 400份，擬收回 350份。填答前針對本研究清楚描述研究目的，在尊重個人原則下，考量
填答者之隱私保密性，採不記名匿名方式且可自主決定是否參與問卷填答。以北、中、南三區進行
劃分，為使樣本具代表性與異質性，盡量選取不同性別、年齡、職務、最高學歷與區域之受訪者進
行研究調查。

圖 1
研究模型

H6 

H1 
緣信念 

分信念 

自我效能 

工作績效 

幸福感 

H2 

H4 H5 

H3 

（一）量測工具

為避免分析資料來源相同所產生的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之問題，
於量表中加入相關的題目來進行檢測，並參考 Liden與Maslyn（1998）的方法，各變項依不同尺
度衡量，如：幸福感採用 Likert四點量尺；工作績效和緣分信念採用 Likert五點量尺。同時遵循
Podsakoff等人（2003）建議，盡量尋找題項簡明、易懂，亦納入反向題之量表確認受訪者專心正確
填答，期儘可能減少偏誤影響。

（二）緣分信念量表

採用李新民與陳密桃（2006）「緣分信念量表」進行操作性定義，包含「緣」與「分」兩構
面，緣信念有宿命與外控歸因，產生以天命決定或存屬巧合的心理作用；分信念有能動與內控歸
因，秉持人定勝天或盡心盡力的思維。原始量表在學者概念化發展過程中，依照 Diamantopoulos與
Siguaw（2006）以及 Rossiter（2002）反映性測量之題目發展策略，針對「緣」與「分」兩個次級
構念之論述引導主題專家發展評量題目，採 Likert五點量尺給予 1分至 5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同意
題項，反之則越不同意。依MacKenzie等人（2005）有關聚合變項的界定，在構面為次級構念的前
提下對每個分量表逐一進行單構面信、效度考驗，依據 Hair等人（1998）之建議因素負荷量大於 .5
之標準，進一步採用 Cronbach’s α檢驗其信度並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適配度，結果顯示如表 1
與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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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緣信念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結構信度 萃取變異

緣

信

念

1. 個人得失成敗，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無法刻意追求
2. 人生種種因緣際會來自不可測的神靈力量
3.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4. 如果無法抽身就看破一切，交由上蒼去安排
5. 緣起緣滅，一切都是是業報
6. 虔心懺悔所得福報，將有助於事業發展
7. 如果所有的不愉快都是天意，順天應人也沒有遺憾
8. 人世間所有愛恨情痴，都是命中注定的
9. 今生的功成名就，來自前世的因果報應
10. 命裡有時終需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602***

.627***

.608***

.653***

.720***

.565***

.667***

.779***

.761***

.687***

.472

.580

.607

.444

.320

.519

.426

.369

.393

.362

.889 44.89%

緣信念 10道題項因素負荷量介在 .565至 .779間，Cronbach’s α係數為 .889，量表模型適配度
GFI = .927、AFGI = .886、RMR = .045、NFI = .909、CFI = .930、INI = .930，顯示緣信念量表模型
適配度良好。分信念量表驗證結果顯示，量表 8道題項因素負荷量介在 .567至 .812間，Cronbach’s 
α係數 .886，量表模型適配度 GFI = .910、AFGI = .819、RMR = .044、NFI = .913、CFI = .922、INI 
= .923，顯示緣信念量表模型適配度良好。量表模型適配度結果皆達 Nunnally與 Bernstein（1994）
建議 .70以上標準。

表 2
分信念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結構信度 萃取變異

分

信

念

1. 成功人生來自於個人的用心營造
2. 人生的康莊大道靠自己用心努力拓展
3. 交友廣闊才能求得生命中的貴人
4. 用心待人才能維繫長久人際關係
5. 結交眾多好友將能提供個人豐沛人力資源
6. 人定勝天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廣結人脈就是最好的人生投資
8. 緣分來自優質的人際關係營造

.708***

.691***

.729***

.639***

.812***

.567***

.736***

.728***

.530

.542

.321

.660

.409

.531

.477

.502

.886 49.64%

（三）工作績效量表

工作績效系指員工透過組織支持的互惠過程增強了對組織的情感承諾與績效表現，操作性定義
修改自 Eisenberger等人（2001）研究量表，衡量角色內個人行為績效（in-role performance），共 4
題，及 Poropat與 Jones（2009）組織公民行為量表，衡量角色外工作行為表現，共 6題，合計 10
題。採 Likert五點量尺給予 1分表示很差至 5分表示優良，總分越高表示員工認為自我工作績效
越好。經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50的第 9題後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因素負荷量在 .52至 .77間，
Cronbach’s α係數為 .88，達 Nunnally與 Bernstein（1994）建議 .70以上標準，分析結果顯示單一構
面的模型適配度佳（χ2 = 245.95, df = 20, GFI = .83, CFI = .86, IFI = .87, RMR = .05）。

（四）自我效能量表

自我效能意指個體對於自我完成某特定事件的能力評價，即對於自我行為能獲致成功的信念，
研究採 Riggs等人（1994）所發展運用在效能與結果預期共 10題之量表，採 Likert七點量尺給予 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7分表示非常同意，原始量表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達 .63以上，Cronbach’s α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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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88。為確認題項歸屬於自我效能單一構念，且達合理配適度要求遂進行統計驗證，刪除因素
負荷量低於 .50的題項後，採計共 6題納入分析驗證，整體因素負荷量達 .51至 .75間，Cronbach’s 
α係數為 .84，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適配度良好（χ2 = 62.60, df = 9, GFI = .95, CFI = .94, IFI = .94, 
RMR = .07）。

（五）幸福感量表

幸福感是由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本研究幸福感操作性定
義，採 Lu（2008）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測量個人主觀認知幸福感，此量表為第一份專
為臺灣華人編製，貼近華人幸福感經驗的標準化量表，研究使用 5道題項，以 Likert四點量尺針對
生命、過去的生活、自己、現在的生活及未來等自我感受，給予 1分表示完全沒有至 5分表示非常
具有，得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高。透過結構方程模型及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量表信效度，因素負荷
量達 .59至 .71間 Cronbach’s α係數 .77，符合 .70以上標準，量表模型配適度優良（χ2 = 15.62, df = 5, 
GFI = .96, CFI = .98, IFI = .98, RMR = .062）。

結果

（一）樣本描述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並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 400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71份，有
效回收 92.75%。樣本統計分析結果與占比說明：性別方面，女性 240人（64.69%），男性 131人
（35.31%），女性多於男性；年齡方面，60歲以上 4人（1.08%），55—59歲 13人（3.50%），
50—54 歲 37 人（9.97%），45—49 歲 55 人（14.82%），40—44 歲 60 人（16.17%），35—39 歲
73人（19.68%），30—34歲 53人（14.29%），25—29歲 58人（15.63%），未滿 25歲 18人（4.85%），
平均年齡約 38歲；最高學歷方面，博士 3人（0.81%），碩士 104人（28.03%），一般大學、學院
189人（50.94%），技職院校 41人（11.05%），國高中以下 34人（9.16%）；工作年資方面，未
滿 5年 86人（23.18%），5—9年 73人（19.68%），10—14年 78人（21.02%），15—19年 42人
（11.32%），20—24年 48人（12.94%），25—29年 32人（8.63%），30年以上 12人（3.23%）；
年收入方面，1百萬以上 42人（11.32%），60萬至 1百萬元 120人（33.35%），40萬至 60萬 105
人（28.30%），26萬至 40萬 74人（19.95%），26萬以下 30人（8.09%）；產業別由人數最高依
序分別為，教育服務 123人（33.15%），製造業 51人（13.75%），其他服務業 45人（12.13%），
資訊科技及通訊 38人（10.24%），其他 32人（8.63%），專業科學及技術 19人（5.12%），公共
行政國防、醫療社會工作兩者皆為 15人（4.04%），藝術娛樂休閒 11人（2.96%），金融保險 9人
（2.43%），營造業 6人（1.62%），批發零售 5人（1.35%），運輸倉儲 2人（0.54%）。

（二）相關分析

研究採立意取樣發放 400份問卷，有效問卷 371份，有效回收 92.75%。表 3所示 Pearson積
差相關分析研究變項：緣信念、分信念、工作績效、幸福感與自我效能之相關性。年齡與緣信念
（.183**）、工作績效（.242**）、自我效能（.236**）等皆有顯著相關（p < .01）；年齡與分信念
有負相關（β = -.155, p < .05），係數值顯示均低於 .80，初步判定各變項之間並無多元共線性問題
（Hair et al., 1998）遂進一步執行統計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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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項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分析
研究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 緣信念  2.94 0.69 1
2. 分信念  3.94 0.62 .230** 1
3. 工作績效  3.95 0.49 .130* .267** 1
4. 幸福感  2.52 0.48 .066 .292** .325** 1
5. 自我效能  5.43 0.81 -.055 .101 .468** .375** 1
6. 年齡 38.57 9.33 .183** -.155* .242** .007 .236** 1
7. 年資 12.41 8.63 .134* -.094 .209** .041 .211** .752** 1
8. 年收入  3.19 1.14 -.052 -.037 .121* .109* .251** .317** .458** 1
9. 最高學歷 － － -.062 .24 .77 .120* .113* -.155** .052 .408** 1
註：N = 371。
* p < .05. ** p < .01.

（三）緣信念對工作績效

由表 3的相關係數顯示，緣信念與工作績效之相關係數為 .130（p < .05）達顯著正相關，緣信
念取向愈高者，工作績效也愈好。
再由表 4階層迴歸分析「模型二」發現，設定年齡、年資、年收入與最高學歷為控制變項，緣

信念對工作績效之係數降為 .105（p < .05），表示緣信念對工作績效的正向預測力會受到部分控制
變項的影響，但仍然達顯著水準。回歸結果顯示假設 1獲得支持，緣信念會正向影響工作績效。

（四）緣信念對工作績效與自我效能的調節效果

透過階層迴歸分析置入「自我效能」變項後，表 4「模型三」數據顯示，自我效能對工作績
效的解釋變異量有所提升（△R2 = .227, p < .001），表示自我效能加入模型是有影響意義。再者，
置入「緣信念」與「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項，結果如表 4「模型四」，緣信念的預測力由原本
的 .136提升至 .165，且係數 .165（p < .001）仍顯著，迴歸係數達顯著負向影響（β = -.219, p < 
.001），工作績效的解釋變 量由 .227提升至 .273（顯著，p < .001，F值 19.351）。數據顯示，低
自我效能者之緣信念對工作績效的影響力，高於高自我效能者；相對於低自我效能者，高自我效能
者之緣信念對工作績效的正向影響會減弱，甚至產生負向影響。

表 4
緣信念對工作績效與自我效能調節效果之階層迴歸分析

變項
工作績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1. 控制變項
　（1）年齡 .197* .178* .089 .075
　（2）年資 .097 .090 .085 .091
　（3）年收入 -.089 -.074 -.123* -.116*
　（4）最高學歷 .161** .159** .110* .111*
2. 自變項
　緣信念 – .105* .136** .165***
3. 調節變項
　自我效能 – – .418*** .413***
4. 交互作用項
　緣信念╳自我效能 – – – -.219***
　R2 .073*** .084* .241*** .288***
　△R2 .062*** .070* .227*** .273***
　F值 6.663*** 6.145*** 17.764*** 19.351***
註：N = 371。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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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了解交互作用的屬性，參考 Aiken與West（1991）的做法，將自我效能區分成高於 73%
與低於 27%的兩個族群進行比較，繪製如圖 2自我效能調節效果之迴歸複線圖。研究發現，自我
效能較高者，其工作績效皆高於自我效能低者。此外，在緣信念與工作績效的關係中亦可發現，「高
自我效能」與「低自我效能」的兩個群體有明顯不同的斜率，分析得知，當個體自我效能較低時，
緣信念與工作績效間之關係較為強烈，故本研究假設 2自我效能對緣信念與工作績效的調節效果成
立。

圖 2
自我效能干擾效果之迴歸複線圖

（五）分信念對工作績效

表 3的相關係數顯示，分信念對工作績效之相關係數為 .267（p < .01）達顯著相關，表示分信
念取向愈高者，工作績效愈好。

表 5
分信念對工作績效之階層迴歸分析

變項
工作績效

模型一 模型二

1. 控制變項
　（1）年齡 .197* .224**
　（2）年資 .097 .104
　（3）年收入 -.089 -.091
　（4）最高學歷 .161** .159**
2. 自變項
　分信念 – .289***
　R2 .062*** .156***
　△R2 .073*** .143***
　F值 6.663*** 12.419***
註：N = 371。
* p < .05. ** p < .01. *** p < .001.

再由階層迴歸分析表 5「模型二」發現，設定控制變項後，「分信念」對「工作績效」仍有顯
著影響（β = .289, p < .001），結果顯示假設 3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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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信念對幸福感

從表 3的相關係數顯示，分信念對幸福感之相關係數為 .292（p < .01）達顯著相關，表示分信
念取向愈高者，幸福感愈好。再由表 6「模型二」發現，設定控制變項後，「分信念」對「幸福感」
仍有顯著影響（β = .297, p < .001），結果顯示假設 4獲得支持。

表 6
分信念對幸福感之階層迴歸分析

變項
工作績效

模型一 模型二

1. 控制變項
　（1）年齡          -.019            .009
　（2）年資           .032            .039
　（3）年收入           .043            .042
　（4）最高學歷           .117*            .115*
2. 自變項
　分信念           –            .297***
　R2           .022            .109***
　△R2           .010            .096***
　F值          1.882           8.246***
註：N = 371。
* p < .05. *** p < .001.

（七）幸福感對工作績效

表 7階層迴歸分析「模型三」顯示，將「分信念」與「幸福感」設為預測變項，「幸福感」對「工
作績效」仍有顯著影響（β = .239, p < .001），研究假設 5獲得支持。

（八）分信念對工作績效與幸福感的中介效果

為驗證幸福感是否具有中介效果，採 Baron與 Kenny（1986）迴歸模型檢定方法，需符合四項
條件：一、分信念必須對工作績效有顯著影響，二、分信念必須對幸福感有顯著影響，三、分信念
與幸福感同為預測變數對工作績效作迴歸分析時，幸福感必須對工作績效有顯著影響，四、在條
件三的迴歸模型中，分信念對工作績效的迴歸係數，應小於分信念單獨預測工作績效時的迴歸係
數，或甚至變為不顯著。依據上述條件，如表 7「模型三」所示，分信念對工作績效的迴歸係數（β 
= .218, p < .001）小於分信念單獨預測工作績效之「模型二」的迴歸係數（β = .289, p < .001），分
信念的預測力由原本的 .289降至 .218，且係數 .218（p < .001）仍顯著，解釋變異量由 .082提升至 
.192（顯著，p < .001，F值 14.559），故為部份中介效果（partial mediation）。

表 7
分信念、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階層迴歸分析

變項
工作績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控制變項
　（1）年齡       .197*       .224**       .222**
　（2）年資       .097       .104       .095
　（3）年收入       -.089       -.091       -.101
　（4）最高學歷       .161**       .159**       .132*
2. 自變項
　分信念        –       .289***       .21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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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工作績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3. 中介變項
　幸福感        –        –       .239***
　R2       .062***       .143***       .206***
　△R2       .073***       .082***       .192***
　F值      6.663***     12.419***     14.559***
註：N = 371。
* p < .05. ** p < .01. *** p < .001.

然而，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總效果（total effect）是由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與直接效果
（direct effect）所構成（MacKinnon et al., 2002; Preacher & Hayes, 2004）。MacKinnon 等人（2002）
及 Preacher與 Hayes（2004）認為，僅依據 Baron與 Kenny（1986）的中介變項檢驗，會忽略間接
效果的影響，建議利用 Sobel test檢驗間接效果的顯著性，若 Sobel test的 Z值 > 1.96，表示中介效
果顯著，研究分析結果顯示 Z值為 4.15 > 1.96達顯著水準，研究假設 6獲得支持。

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透過文獻探討及實證資料分析結果，以 Bandura（1986）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與 Heider（1958）提出的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建構華人文化社會特有之緣分信
念歸因模式，探究緣分信念對工作績效的關聯性，進一步探討自我效能與幸福感對緣分信念與工作
績效間可能的影響效果。研究概念闡述華人文化特有之緣分信念，嘗試性提出「緣份信念歸因」的
理論建構，認為緣信念歸因屬個體對外在不可預期、無法掌握控制的未知，造就其對事物結果體現
出歸咎他人、與我何干的處事態度；分信念歸因始於個體對內在自我本份的要求、預先規劃掌控一
切的驅動力，認為自我對於事情之成敗責無旁貸，以此理論概念為基礎探究型塑出東方社會特有的
「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對工作績效之關聯性，更進一步以自我效能與幸福感為影響變項，
探討其對緣分信念歸因與工作績效的影響效果，根據本研究主要研究發現，扼要論述本研究結論如
下。

1. 人口學變項與主要研究變項之影響

研究藉由設定年齡、年資、年收入與最高學歷為控制變項，透過表 3相關分析顯示，年齡與緣
信念（r = .183, p < .01）、分信念（r = -.155, p < .05）、工作績效（r = .242, p < .01）及自我效能（r 
= .236, p < .01）達顯著相關；年資與緣信念（r = .134, p < .05）、工作績效（r = .209, p < .01）及自
我效能（r = .211, p < .01）達顯著相關；年收入與工作績效（r = .212, p < .05）、幸福感（r = .109, p 
< .05）及自我效能（r = .251, p < .01）達顯著相關；最高學歷則與幸福感（r = .120, p < .05）及自我
效能（r = .113, p < .05）達顯著相關。進一步檢視表 4至表 7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年齡可以預測工
作績效，在東方傳統社會形塑下，個體隨者年齡漸長，從工作或生活中能學習更多有助於提高工作
效率的能力，不論是待人處世的圓融或做事態度的進取，都能反應在工作績效當中，然而年紀漸長，
對於外界事物應會越趨於滿足，看淡一切事物且對於生活周遭紛紛擾擾採取逐漸釋懷的心境，對於
幸福感受的滿足應會比年紀較輕之個體來的鮮明，然而表 6分析結果，年齡對於幸福感並未具有預
測力。此外，最高學歷不論是對於工作績效或幸福感，表 4至表 7階層迴歸分析中皆達顯著，顯示

表 7
分信念、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階層迴歸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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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高低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然而學歷越高之個體，其是否能越感受到幸福感，此一結果似
乎仍須進一步探究。

2. 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理論模型之建構

研究者藉由迴歸分析探討主要研究變項的心理建構，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兩個構面此一假
設模式之確認，能對後續相關研究分析建立統計漸進和理性基礎，更將傳統華人社會心理資本的緣
分信念內涵具體彰顯，其思考脈絡展現不同於以往研究思維方式，補充解釋西方理論中難以用理性
解釋的現象，彰顯具體研究效益，有助於本土心理學了解華人社會關係互動中，緣分信念運作模式
與心理歷程的研究進路。再者，緣分信念所包含的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兩個構面此一模式之確
立，有助於後進研究之統計合理性，同時確立了華人社會特有之歸因模式，顯現東方社會體制下，
關係對於人我分際間，做人與做事成功的影響性，緣分信念此一整體性構念，亦能區分為各自獨立
運行的心理資本構面，即宿命業報的緣，與操之在我的命具體存在與影響性，支持李新民與陳密桃
（2006）研究，緣分信念透過心理健康對工作績效產生影響。此外，國內與幸福感相關研究採用的
變項，多數仍以西方文化為主題，具本土契合性（楊國樞，1997）之研究較為缺乏，本研究以東
方文化思維角度，提出緣分信念歸因進行探討，對於東方社會傳統思維的脈絡，提供不一樣的角
度了解分信念歸因對個體與工作績效之影響關係，延續林惠彥等人（2012）研究，快樂的員工更
有生產力，幸福感的中介機制能會工作績效帶來正向影響，同時研究結果呼應了擴張—積聚理論
（Fredrickson, 2001）的主張，正向情緒有助於個體採取更積極的因應策略產生正向的結果，研究發
現累積於幸福感之實證研究展開更完整的幸福感理論網絡，同時將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關係解釋得
更為清楚（Wright et al., 2007）。

3.自我效能在緣信念歸因與工作績效間扮演的調節角色

自我效能如同個體內部的評估機制，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透過對個體目標的設定（Lin & Chen, 
2013）、成果的期望與積極前進或消極退卻心態的影響調節個體行為的展現。研究結果顯示，緣信
念對工作績效具有正向影響性（β = .105, p < .05），自我效能對緣信念與工作績效具有調節效果（β 
= -.219, p < .001），亦即相信順應自然、緣信念較高之個體，在其高度自我效能之影響下會弱化工
作績效的表現，研究結果呼應學者 Powers（1991）之研究，當個體自我效能過高時，對現況產生過
高的預期，在過度自信的情況下投入較少的資源或努力，導致較低的工作績效產出。
以往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緣分信念對工作表現的潛在關聯性（李新民、陳密桃，2006；陳密桃、

李新民，2007），研究結果實證，緣分信念對工作績效會產生正向影響，緣信念較高之個體，凡事
都不應強求，在對現實生活的成敗歸因於業因機緣不責怪別人卻也不過於內疚，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的心理自我保護幫助個體度過生活難關展現高度堅強的生命力。再者，緣信念與心理健康關係程度
程度較大，緣信念歸因程度較高之個體，對於外界各種事物採取不強求自我與他人的態度，正所謂
隨緣自處、怡然自得，行事風格較不積極進取，對於成功並不特別追求，以至於在工作績效表現上
總不若旁人來的突出。個體自我效能的高低對於工作績效會產生負面影響，緣信念傾向愈高的個體，
在高自我效能的情境下，工作績效反而呈現負面效果，隨著自我效能的增加，個體的工作績效展現
會造成負向影響。綜上所述，緣分信念歸因對個體在工作績效的追求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是一種價值導向的動力源，能誘使個體採取主動積極與被動消極的態度，透過緣分信念的釐清，清
楚自我對於工作積效採取何種信念，相對應的展現合適的工作態度與行事風格。

4.幸福感在分信念歸因與工作績效間扮演的中介角色

學者Warr（1987）針對員工的職場心理健康研究，視工作幸福感為工作滿足、工作緊張及工作
沮喪低的狀態，對工作的投入亦被視為是一種幸福（Peterson et al., 2005）。研究結果發現，幸福感
對於分信念與工作績效具有正向影響（β = .218, p < .001）。在華人文化層面裡，個體在互相依存的
人際網絡關係中，恪盡職守地達成自己的角色義務、維護人際和諧、幫助身處的團體（如家庭）茁
壯發展才是至尊至善的價值（Lu, 2008），在華人文化信念建構的影響下，分信念較高之個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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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中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感，朝向以表現更好的工作績效結果全力以赴。
研究結果顯示，分信念較高之個體，在面臨生活中各式各樣的關係時，會保持比較積極主動相

信成敗是靠自己創造才能達成，獨立自主的認分會抱持人定勝天與盡心盡力的思維來獲致成功。分
與工作表現關係程度較大，分信念歸因程度較高之個體，對於所接觸的事物採取努力進取一步一腳
印的態度，正所謂謀事在人、克盡本份，行事風格積極認分的追求自我所嚮往的成功目標，對於工
作績效的達成總視為是工作唯一的目的。而幸福感能提高個體工作績效的產出，研究顯示，分信念
對工作績效同樣具有正向影響，在幸福感影響下，對於工作績效仍然具有正向影響性。

（二）實務建議

回顧既往緣分相關學術研究，主要多集中在探究緣的特性，以及緣在人際關係中的功能與影響，
如：張思嘉與周玉慧（2004）研究緣與婚前關係的發展；李迪琛與金樹人（2018）研究緣對生涯發
展的影響等，探討緣分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提出緣分信念歸因、自我效能、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等
因素構面量測模式的探索，首次建構一個探討華人社會關係互動與心理適應對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
性理論，著重緣分信念歸因之文化概念與意涵分析，進一步探討文化概念的實用價值與影響性。

1. 提高緣分信念在管理模式的運用，增強個體績效的展現

緣分是東方華人社會中傳統的一種人際關係概念，取自社會心理資源的關係人際通道，影響個
體在與外界人事物接觸時，作為一種自我內在起心動念的參考，更具體成為個體展現在行事風格上
的作法因而產生結果。華人社會的緣與分，在以往文獻資料的探索與本研究結果中發現，既是一種
整體性的概念，實乃互有關連的獨立概念（王邦雄，1985），能劃分為兩種構面加以解釋，對個體
而言，緣與分可能同時存在於自我內心底層，作為思考脈絡的引子，在面對不同情境下促使個體展
現相對應的作法。緣分信念應用於組織管理模式上，管理者可在領導組織與管理員工時，融入緣分
信念能使工作上的關係得到更好的調適作用，進而提升工作績效。主管要求員工具有自我效能的動
機能為組織帶來相對的績效產出，然而，主管也必須謹慎了解部屬本身對於工作態度的成因，運用
緣分信念的觀點投入在不同自我效能的個體，對於高度自我效能者，不用特別強調緣分信念與工作
績效之間的關係，避免高度自我效能的個體因過於自信而輕忽外部資源可能的負面效果，同時提高
員工在職場環境所感受到的主觀幸福感，對於組織內部安分守己克盡己責的員工，應致力於提高其
所感受到組織的支持與資源的入注，促使分信念高的員工能夠加倍努力於為組織帶來相對高的績效
表現。

2. 適時發揮緣分信念的效果，融合自我效能與幸福感的作用

緣分信念可用於解釋華人社會下，人際關係與互動基礎的重要認知，緣分信念會正向影響工作
績效。職場工作者在投身場域工作多年後，不意外的應會累積許多職場經驗，對於自我工作特質應
該也早已了然於心，倘若能在評估自我特質屬性後，了解自我對於外界事物的看法，截長補短將緣
分信念融合自我效能或幸福感的作用，達成心理健康的做人成功與工作表現的做事成功，促使工作
績效逐漸提升，以便在真實人生場域中，能夠遊刃有餘的展現適切的美計良策。
緣信念高的職場工作者，在職場人際關係的應對發生波動困境時，緣信念的調控會促使個體反

思事件或歷程的知覺，相信種種關係與結果皆是命定，發展出接受與包容等的態度或作為，在工作
中表現出與同事高度兼容的態度，不過分苛刻奚落同事的種種缺失，為能取得做人成功的誘導下，
對事物的成敗皆能忍耐與寬恕，而不對他人產生憤恨或生氣的應對方式，成功獲得外界的肯定。然
而，過度強調高自我效能之個體，在工作績效上會逐漸對緣信念高者產生抗拒與無法適應的結果，
在現今人際交流頻繁的工作場域裡，慎求工作績效突出的工作者，可能會對同儕較低的表現進而內
心產生無形的壓力，恐淪為同事的眼中釘。因此，為了能在職場的人際關係與工作績效間取得平衡，
往往必須降低自我工作要求以融入職場環境與工作中，表現出與同事相同的樣態，是故，個體在職
場環境中應適度保持隨遇而安、盡如人事地安然閒適的態度，較能獲致做人成功與做事成功的目標。
看待外界一切事物習慣採緣信念歸因者，在擔心良緣可能會變成孽緣的情況下，總給旁人一種

不夠認分、過度優柔寡斷、處事過於消極隨緣安處的態度，縱然隨緣不強求於他人或許能讓自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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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立命，然而自我若能願意主動改變，例如行善以化緣或廣結善緣，嘗試化被動為主動來改變現況，
用自我的力量積極爭取創造機會，以理性的與實際的行動拓展自我發展機會，應能創造有別於現況
不同的成功局面。
看待外界各種事物習慣採分信念歸因者，總認為德行周全源自功業無缺，刻苦認分的盡力達成

各種要求，雖然相信宅心良善必有貴人相助，卻總給旁人過於苛刻、自我要求甚高、處事過於躁進
無法喘息的緊張感，縱然不請託他人或許不會給人推諉卸責的想法，然而職場裡並非僅獨善其身、
只求自己成功才算成功，倘若能將看待事物的眼光與態度稍許的放慢、放低，能周全自我也能周全
他人，在追求工作績效外也能多留意生活中不經意的小確幸，不給自我與旁人過多的壓力與緊張感，
即使最終結果不盡圓滿，過程中所獲得的心理安適或無盡人脈的增加，同樣也是種成功的收穫。

（三）研究限制

以往研究對於緣分視為一整體概念，探討其與幸福感之關係具有顯著正向關係（李新民、陳密
桃，2009），有別於本研究將緣此一構念區分為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兩個新的構面，分別探討
緣信念歸因在自我效能影響下對工作績效，以及分信念歸因透過幸福感對工作績效分別有何影響效
果。藉由表 3相關分析數據顯示，緣信念對幸福感並未顯著（.066），此一初步發現可以做為後進
研究者進一步探析的基礎。此外，研究主題著重於探究緣信念歸因與自我效能，以及分信念歸因與
幸福感其各自對工作績效之影響效果，然而過往研究顯示自我效能可能帶來正負面之影響，後進研
究者或可進一步延伸探究自我效能扮演中介角色時，分別會對緣信念歸因與分信念歸因產生何種影
響效果。
再者，研究僅針對臺灣地區進行施測，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整體華人社會群體，後進可進一步

擴大區域，納入更多華人社會與東方族群，驗證其緣分信念對工作績效的影響是否與本研究相同。
此外，本研究屬橫斷性調查設計，所有變項都在相近時間點內完成樣本蒐集，如此的研究設計可能
無法對因果關係進行決斷性的驗證，後續研究進行時，亦可考慮採長期性規劃研究，確定研究變項
間的因果關係。
研究採量化調查，情境對跨文化比較性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是很重要的，對普遍理

論（universal theories）的區辨也有幫助，東方心理學的研究中，文化因素顯然是一項極為重要
的情境因子，推動華人組織與管理研究的「中國管理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ACMR）已充分進行探討，並於 2009年官方刊物《組織管理研究》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專刊《中國管理研究的展望》提出，在華人文化下進行社
會科學研究應該重視的作法，情境是由物質系統與理念系統所組成，會影響理論發展與研究方法，
也可能改變概念的涵義，以及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Barney & Zhang, 2009; Tsui, 2009），後續研究
者可進一步採用量化與質性訪談同步深入研究，探討緣分信念在不同情境間是否同樣受到自我效能
與幸福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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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also referred to as yuanfen, is a unique concept in Eastern culture. In Chinese-speaking societies, yuan is often 
used to explain guanxi-related problems, and it constitutes a thinking pattern that is applied when solving problems involv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Hsu, 2012). In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ies, yuan is the basis of a unique attribution model for 
explaining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in a complex world (Chang & Jou, 2004; Lee & Chen, 2006).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yuan-attribution and fen-attribution models on the basis of attribution theory.

Yuan reflects a belief in fate and an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random encounter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everyday 
opinions are considered to be predestined conclusions. In Eastern societies, this mindset leads to the adoption of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defense that is based on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a belief in yuan (Chang & Jou, 2004; Wang, 1985). 
Consequently, they employ an operating mechanism characterized by acceptance and adaptation to achieve psychological self-
adaptation. Yuan-attribution refers to an inclination to blame external factors and exhibit social indifference when specific 
outcomes occur in environments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are unpredictable and uncontrollable.

Fen reflects a belief in voluntarism and an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Individuals who believe in fen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responsible for how they relate to their surroundings, and they attempt to exercise ownership over it. They believe that their 
expectations can be met through self-directed behaviors; this attitude exemplifies the concepts of “man being the master of 
his own destiny” and “sparing no effort.” This unique belief in fen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n operating mechanism in which 
people recognize and accept their destiny, which in turn motivates them to adopt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characterized by hard 
work and gratitude (Hsu, 2012). Fen attribution refers to an inclination to have requirements for one’s inner self and a drive to 
plan for and control everything. Those who believe in fen believe that they ar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all of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Job performance is a behavioral phenomenon pertaining to the workplace. Scholars who have studied job performance 
have focused on not only the results of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job performance but also the attributes associated with such 
behaviors. The behavioral attributes that are included in the formal requirements of an organization can indicate which in-
role behaviors the organization believes are beneficial to its technical core. Such attributes include autonomy, which improves 
job readiness, and a willingness to use private resources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assist colleagues in 
improving out-of-role behaviors (Campbell, 1990; Lee et al., 1999). Self-efficacy is also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Luthans 
& Youssef, 2004); the term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evaluation of their ability to complete a specific task, that is, their belief that 
self-behavior can lead to success. When an individual’s self-efficacy increases, they are likely to commit more resources (e.g., 
time and effort) to a task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outcomes. Conversely, when an individual’s self-efficacy decreases,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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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ness to act also decreases, and they become less willing to attempt challenging tasks and to put in effort into adopting 
countermeasures.

Well-being is not achieved instantaneously, and feelings of well-being vary with the individual. Satisfaction of basic 
is a theory that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 well-being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 needs; that is, 
an individual feels happy if their needs are met. If an individual’s needs are not m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y 
experience unhappiness. When an individual achieves ambitious goals and meets their key needs, their well-being improves. 
Such experiences of satisfying needs are the main means through which well-being improves.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derived cultur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linear and logical perspective in Western cultures. Kuo and Chang 
(2004) proposed that Chinese-derived cultures employ circular thinking, and in such cultures, mental health involves achieving 
mental, emotional, and attitudinal well-being. When positive psychology is also considered, mental health can be considere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s of yuan and fen attribution, on job performance and explored their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behaviors in a Chinese-speaking society.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e necessity of focusing on the effects 
of yuan and fen to explor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to clarify how they affe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job performance in Eastern cultures. Furthermore,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yuanfen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cultures and believing in yuan and fen to serve as effective self-defense and social-defense mechanisms. 
The job performance changes that result from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e.g., self-efficacy and sense of well-being) 
we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variables self-efficacy and well-being were set as a moderator and a mediator,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full-time Taiwanese workers was conducted. Purposive sampling was conducted, and 
Taiwan was divided into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Thereafter, 4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aiwanese 
workers from these three regions, and 371 valid questionnaire were collected, indicating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2.75%. 
Through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tests were performe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yuan-attribu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d job performance; self-efficacy negative moderated the position 
effect of yuan-attribution on job performance; fen attribu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d job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 well-being 
positively influenced job performance; and fen attribu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d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well-being.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believing in yuan positively influenced job performance (β = .105, p < .05) and that self-
efficacy moder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elieving in yuan and job performance (β = -.219, p < .001). That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gh self-efficacy, the participants who believed in going with the flow and those who believed more strongly 
in yuan exhibited poorer job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those who did not hold these beliefs. The participants who believed 
strongly in yuan did not compel themselves or others to complete tasks when they encountered external stimuli. Relative to the 
participants who did not believe strongly in yuan, those who did were less proactive and less interested in pursuing success such 
that their overall job performance was consistently poorer. In other words, these participants’ self-efficacy negatively influenced 
their job performance. The participants who believed more strongly in yuan exhibited poorer job performance when they we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gh self-efficacy. That is, an increase in self-efficacy negatively affected job performance.

By contrast, having a sense of well-being positively influenced a participant’s belief in fen and their job performance (β 
= .218, p < .001). In Chinese-derived cultures, individuals who operate in an interdependent, interpersonal network strive to 
dutifully fulfill their roles and obligations, maintain interpersonal harmony, and help their groups to thrive to thereby uphold 
the values of nobleness and kindness (Lu, 2008). In societies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individuals who believe 
more strongly in fen tend to obtain a sense of well-being through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hich increases their drive 
to achieve excellent job performance. These individuals tend to work hard on their tasks, focus on a single task at a time, are 
proactive in pursuing goals that can lead to perceived success, and are highly focused on their job performa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believing in fen was revealed to have a positively influence on job performance, and even after the effect of well-being 
was accounted for, belief in fe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job performance.

Keywords: � job performance, self-efficacy, well-being, yuan-fen attribution, attribution theory 


